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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融合環境中身障生 

之「霸凌議題」探討， 

融合乎？標記乎？霸凌乎？ 

 郝佳華  

 高雄市立三民國中 

資源班教師 

 

摘要 

「融合」(Inclusion) 是跨世紀的重要議題，校園裡身心障礙的身份鑑定是為了提供

符合需求的特殊教育服務而存在，然「標記」(Labeling) 所衍生的負面影響是否真大於

其所帶來的正向支援呢？邁入二十一世紀，校園現場這群身障生面臨到的「霸凌」

(Bullying) 真正現況究竟如何，有無隨著國際間推動人權教育及融合教育的實施有所改

變呢？真正造成霸凌的因素在於身心障礙的「標記」嗎？也值得特教老師及學生家長關

切。本文期透過國內外有關身心障礙霸凌研究進行分析，從外而內地探究現今身障生的

霸凌議題核心，從中呈現給教師、學生、家長不同的借鏡看法，以思考「標記」、「霸凌」、

「融合」之交錯關係，提供身障生霸凌議題另一個不同的觀點及建議。 

關鍵詞：融合教育、霸凌、標記、國中身心障礙學生 

 

前言 

自 1950 年 代 ， 在 「 民 權 運 動 」

(Citizenship)、「回歸主流」(Mainstreaming)

及「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等運

動思潮影響下，各國已越發重視身障者的

均等機會、生活品質及教育人權，因此促

成 「 反 標 記 化 」 運 動 (AntiLabeling 

Movement)，對身障者的態度與期望也趨

於正向發展（何麗玉，2007；洪儷瑜，

1994）。1990 年代後國際組織相繼頒布《兒

童權利公約》（1989）、《世界全民教育宣言》

（1990）、《身障者機會均等標準規則》 

（1993）及《薩拉曼卡聲明和行動綱要》

（1994）（呂依蓉，2016；郭銘禮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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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貞，2012）等公約，更將身障者人權

保障推向新高，融合的學校教育被提升到

具主導地位的教育話語，並在現代特殊教

育佔有關鍵性正統地位。國內身心障礙學

生（以下簡稱「身障生」）的教育方式亦受

此潮流影響，在特殊教育立法保障及學者

專家支持融合教育趨勢下，促使更多身障

生安置於普通教育環境，整體國家社會邁

向建構一個接納、包容與尊重不同特質的

社會目標（林素貞，2009；黃彥融，2016）。

依據特殊教育統計年報（教育部，2020），

108 學年度安置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障生

共計 116,054 人，排除安置集中式特教班

學生，有 98,757 人，近 85.10%身障生安

置普通班級，可見融合教育推動在「安置

量」(quantity)方面的成效。然，融合教育

是個具挑戰性的教育模式，各個教育階段

的特教資源能否滿足安置於融合教育現場

的身障生、整體環境人的包容接納度、相

關行政支持系統的健全及完善、適性的生

涯轉銜機制等，都是融合教育推動下，待

接軌且正克服中的重要內在意涵（陳志

福，2011），融合教育推動的「安置品質」

(quality)實需實證本位的研究來驗證。 

國中階段是青春期的開始，從身心發

展、內分泌、性生理及興趣改變等變異極

大。青春期標誌著青少年身份和自主權形

成的關鍵發展時期，在這個時期，他們越

來越尋求並依靠同儕而非父母來衡量自己

的行為並評估自己的社會能力。為能駕馭

同儕環境以形成並維持積極且成功的同儕

關係，對他們的自信心和幸福感至關重

要。鑑於青少年的自尊心取決於同儕接受

程度，且為維持此需求關係，青少年中透

過欺負（霸凌）而產生受害者的情況已是

近年來國際公共衛生的重要問題之一。在

容易受到同儕意見影響，更可能使用積極

策略來獲取同儕的社會認可及注意力的情

況下，這段時間內青少年霸凌行為達到頂

峰並非偶然。(Blake et al., 2016; Srabstein 

& Leventhal, 2010)。 

研究指出，受凌者易出現逃學，學習

成績下降，焦慮，自殺意念，抑鬱症狀和

自尊心低等現象。長期受凌更會使這群學

生對建立友誼與人際關係感到困難並失去

對他人的信任，造成的後遺症相當多，包

括課業成就低落、人際疏離、逃家、逃學、

出現慢性疾病、自殺和飲食不正常等，並

會造成自尊降低、時常焦慮不安、悲觀思

維與高度渴求關懷心理，甚至有可能逼迫

受害者產生報復性攻擊行為，或使受害者

轉而霸凌他人，因此，霸凌議題是一個動

態過程，影響甚巨，（許文宗，2010；黃開

成，2011；Swearer et al., 2010）。Estell 等

人（2009）顯示，霸凌、受凌者多數有學

業和社交調適問題，且在國小高年級開始

因社會角色與同儕團體因素促成教室社交

動態的班級環境中，學生為證明自己的權

力、建立及保護自己在社交結構上的地位

而衍生霸凌問題。身心障礙者（以下簡稱

身障者）多數具備學業與人際弱勢兩項特

徵，在「個人特質」方面處於受凌的高風

險，易成為受凌者，或為尋求「同儕隸屬

關係」需求及避免受凌而成為霸凌者，此

群體更應是我們須關切的校園霸凌主要對

象之一(Good et al., 2011; Griffi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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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Schwartz, 2000)。 

壹、身障生校園霸凌之面面觀

(關) 

國 外 有 關 身 障 生 霸 凌 的 研 究 始 於

1990 年代，國內雖起步較晚，但近二十年

針對「身障生校園霸凌」相關研究也已超

過五十篇，足顯國內逐漸重視這群弱勢學

生的霸凌議題。在眾多研究資料中，筆者

以「標記」、「先天與後天因素」及「生態

環境-同儕群體特質與同儕隸屬關係」三個

面向釐清促成身障生霸凌現況的整個脈

絡，再從中提出三個值得思考探究的問

題，輔以研究支持佐證，試呈現這群身障

生面臨到的真實「霸凌」現況、近十年的

改變及標記、霸凌之關係。 

一、標記的刻板印象 

Rose、Swearer 和 Espelage (2012)研究

指出「身心障礙的標籤化」易提升其成為

霸凌事件對象的風險，刻板印象已然形成

於其間。然在我國特殊教育法第三條，將

身心障礙分成十三類並指出：「本法所稱身

心障礙，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障礙，經專業

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

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教育部，

2019）。足見唯有接受鑑輔會鑑定，確認障

礙類別後才能依法在我國接受特教相關服

務。標記本有正反兩面， Obiakor 等人

（2010）就指出標記是為了滿足身障生的

需求，標記可以傳達學生的優弱勢，建立

診斷，提供適性介入。但在國內，師長們

心理難免會興起一股擔憂的情緒，許多家

長對鑑定安置帶有遲疑，就源出於對標籤

的負面印記。到底被歸類為身障生是否就

更容易遭遇到同儕的排擠、霸凌呢？實需

更具體的證據來驗證及支持。 

二、先天不利、後天失調的障礙特質 

Haegele 等人（2020）指出，國高中

階段遭遇霸凌者與肥胖和身心障礙有關；

輕度障礙學生，因處於社交弱勢而為了提

升自己的社交地位以獲得受歡迎同儕的認

同而霸凌他人，比一般學生和資優生更易

有霸凌問題(Eisenberg et al., 2015; Estell et 

al., 2009; Fox & Boulton, 2006）。教育部

（2011）最早也將易被霸凌的對象歸納為

三類，其中第二類即為弱勢族群，含身心

障礙、過動、學習障礙等。這些身障者在

學齡前就已表現出明顯的「個人特質不利」

與「社交功能挑戰」，甚至到國小低年級仍

延續這些社交困難及行為問題，以致在青

少年社交動態過程中，同儕爭奪「社會認

同」與「社交地位」下，一路求學過程都

較難為同儕接納，以致在團體中形成「社

交孤立」，而衍生霸凌情況（黃欣儀，

2011）。Good 等人（2011）亦指出具學業、

社交、情緒問題特質之學習障礙、情緒行

為障礙、肢體、智能障礙學生易成為同儕

霸凌或霸凌他人者。依障礙類別霸凌特質

與現況整理如下： 

(一) 「智能障礙學生」由於智力及生活適

應能力低弱，語言發展慢、語用能力

差、歸納推理及概念化能力弱、短期

記憶缺陷，加上行為常表現固執性，

危機意識弱且應變能力差，以致影響

其與他人互動的語言表達、肢體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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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作 的 理 解 能 力 ， 社 交 能 力 不 足

(Sheard et al., 2001)。智障者易受到他

人故意找麻煩，男智障者易受到語言、

肢體的暴力攻擊；在安置場所中被霸

凌和霸凌之智障者都有顯著行為問題，

在校園內多發生在休息時間或廁所內，

許多智障者也會面臨成人霸凌的問題

(Griffin et al., 2019; Sheard, 2001)。 

(二) 「自閉症學生」；由於障礙隱性，個體

因三項核心障礙，不僅在表達、理解

上有困難，人際互動時也難以解讀他

人非口語、抽象的訊息、對話，易使

同儕難以理解他們；再加上自身固著

的行為與興趣使周遭同儕視之為異類

而不想與之相處，以致缺乏社交網絡

關係而比其他障礙者更易成為受凌者，

甚 至 衍 生 心 理 健 康 問 題 (Humphrey, 

2008; Neil & Judith, 2015; Patricia et 

al., 2013)。 

(三) 「行為情緒障礙學生」，包含注意力缺

陷過動症，因注意力不足或選擇性問

題而沒有察覺到溝通互動的訊息，或

因焦慮、衝動只由事情表面、片面解

讀意思或情緒控制力薄弱而易與他人

引發衝突，也可能因為活動力旺盛時

常犯錯而成為大家的眼中釘（Flynt & 

Morton, 2004）。 

(四) 「學習障礙學生」雖然感官、動作、

生理與心理發展都與普通生相似，然

因「學習技巧」、「自我概念」與「社

交智能」較普通生低，長期學業表現

低弱而顯現出低自尊、低動機，信心

不足、退縮、害羞或攻擊、過動行為

而造成在班上社交地位低弱、人際關

係不良，面臨更多霸凌的問題而容易

是 霸 凌 - 受 凌 者 (Kaukiainen et al., 

2001; Svetaz et al., 2000)。 

(五) 「其他外顯障礙」，包括視、聽障、肢

體障礙、身體病弱、語言障礙等等，

因障礙外顯可能也會導致與學習障礙

學生相似的低自尊情況或外顯瘦弱好

欺負，而成為受凌者（Flynt & Morton, 

2004）。 

三、生態環境-同儕群體特質與同儕隸

屬關係 

除「個人特質」與「社會特質」外，

青春期發展出的同儕團體，也為影響的重

要因素，青少年將「交朋友」視為此階段

最重要的事情（林婉雯，2011），以致身障

生的「同儕隸屬關係」需求也會加速其涉

入霸凌關係中。依循人本主義心理學家－

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

(need-hierarchy theory)中的基本需求（生

理需求、安全需求、隸屬與愛的需求、自

尊需求）、和成長需求（知的需求、美的需

求及自我實現需求）等需求層次，即使是

身障者也有想要獲得隸屬與愛的基本需

求，尤其是非認知障礙的學生，例如：學

習障礙、情緒行為障礙等。為尋求社交網

絡地位及減少自己在社交上的弱勢，以迎

合「同儕次級文化」，許多身障生也使用暴

力攻擊方式鞏固自己在同儕群體中的支

持，選擇比自己更弱小的對象或同事身障

者來欺負，以獲得團體中受歡迎或暴力同

儕的接納，因而使自己成為霸凌 -受凌者

（黃開成，2011）。另，Neil 和 Judith（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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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霸凌是個體與其所居住之微生態間

（同儕群體、學校、家庭、社區等）交互

作用影響而來；Rodkin 和 Hodges（2003）

也表示霸凌與受凌是個體學生內在特質與

同儕團體特質相互作用連結而成的社交動

態關係，是與「生態環境」有關連的。由

於國中階段所屬班級三年不變，班級中群

體形成、友誼形成的班級脈絡也為影響關

係的重要場域（謝雨生、吳齊殷、李文傑，

2006），可見生態環境中的「同儕群體特質」

也為影響霸凌問題的因素之一。 

由上可知，身障者的行為、情緒、社

交技能、認知等「內在困難特質」的先天

不足在與個人心中「同儕隸屬關係」需求

及生態中「同儕群體特質」交互作用下的

後天失調，是導致其成為霸凌高風險之原

因，促成身障者霸凌問題。筆者茲將身障

生與霸凌問題有關之內外在因素整理成圖

一，供讀者參考。

 

 

圖一  身障生與霸凌問有關之內外在因素 

 

貳、身障生霸凌之迷思與反思 

身心障礙的標記恐帶來霸凌的風險，

而身障生個人內在特質與同儕團體特質與

關係確實為霸凌與受凌發生的有關因素，

以促成身障生面臨到的霸凌問題。但筆者

在融合教育現場經歷這二十年間，確有許

多改變之處，在此提出幾點值得探討的問

題，供對此議題有興趣之相關人員思考。 

一、霸凌仍是融合教育的副產品嗎？ 

Pivik 等人（2002）指出：「融合教育

雖然有其所帶來的好處，但霸凌可能是它

的副產品」。經歷了近 20 年的時間，是否

融合教育的現場仍未將這副產品移除呢？

亦或是已造成迷思或眾人看待此事的角度

偏頗呢？羅丰苓、盧台華（2013）研究指

出安置普通班身障生遭受霸凌的比例為

33%，一般學生則僅有 5%，從數據直接解

讀看似身障生遭受霸凌的情況是普通生的

6.5 倍，但孰不知實際母群體的差異原本

就很大。以此研究來看，全樣本 2,141 人

內在困難特質

社交技能、認知、行為、情緒

同儕隸屬關係同儕群體特質
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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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普通生為 2,055 人，特殊生僅有 86

人，在計算比例時母群體的差異甚大，

28/86（身障生）與 111/2,055（普通班學

生）直接以百分比計算，一個特殊生與一

個普通生有霸凌經驗所佔的比例各自為

1.16%和 0.05%，完全不對等的比例，直接

解讀實有放大及失真的效果。不可否認身

障者在該研究面對到的霸凌狀況不低，但

母群體的過大差異，統計上難能進行合理

的比較對應，故在研究結果數據呈現時，

可如國外學者 Patricia 等人（2013）研究

結果方式：指出患有 HF-ASD 的青少年處

於同伴受害的風險較高的狀態，但在研究

最後點出「由於樣本量相對較小，有研究

侷限性」，從研究限制面提出提醒。再以兒

童福利聯盟（2018）整體調查 38 所學校

11~14 歲之校園霸凌事件為例，其中國中

生佔 52.6%，有近七成（66.4%）兒少曾

有接觸校園霸凌的經驗，這些接觸霸凌

的兒少中 ，多數 為旁 觀者佔六 成五

（64.7%），曾被霸凌佔 17.1%，霸凌他

人者佔 9.2%，曾霸凌人也被霸凌者佔

9.0%。將曾被霸凌佔 17.1%，霸凌他人

者佔 9.2%，曾霸凌人也被霸凌者佔

9.0%合併起來，整體看來不分身障生

或普通生，有接觸霸凌事件的比例亦達

35.3%，與羅丰苓等人（2013）研究中身

障生遭遇霸凌經驗比例也相差不多。黃開

成（2019）以某高職學校為例，研究身障

生與普通生的受凌現況，結果顯示霸凌頻

率沒有顯著差異，雖樣本為某高職，但，

是首次同時調查普生與特生霸凌現況的研

究，且驗證身障生霸凌現況未必如以往研

究者只單方面調查身障生這麼高。國外研

究就指出，儘管二分法對於建立身障生霸

凌研究的基礎很重要，但當將身心障礙狀

況以二分法進行調查研究時，在正常情況

下，身障生的受害率更高（Blake et al., 

2012; Rose et al, 2009; Swearer et al., 

2012），意即是身障生霸凌情況有被高估的

可能性。Rose 和 Espelage（2012）就認為，

研究者必須超越簡單的身心障礙狀況二分

法來研究身障生的霸凌議題，因為身心障

礙狀況來自於特定的診斷標準，而這些標

準或特質才是危險因素，而非是否身為身

障生這因素。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

些研究的大數據為了凸顯身障生遭遇霸凌

狀況，投入二分法的研究與調查，呈現數

字的同時，若在研究中轉載引用，字裡行

間與原本研究的數字所代表的意義都可能

有扭曲或不實放大的效果，而這些數據可

能帶來的是國家政府、教育單位對身障者

霸凌議題的重視，但也可能擴及家長、老

師的畏懼，亦或造成一種刻板印象：「身障

生就會被霸凌」，而直接間接影響社會大眾

的觀感看法，使老師不想帶到身障生，以

避免需處理這些事務的麻煩；或使家長不

敢讓孩子接受鑑定，安置於適合的學習環

境中接受適性的特殊教育服務，而枉以為

讓孩子躲藏在普通班就會沒事；殊不知，

孩子單獨一人在學習現場，尤其是國中變

異極大階段，面對課業、人際會是何其辛

苦的事！ 

二、霸凌只來自於同儕？ 

教育部依據教育基本法第八條規定，

於民國 101 年發布「校園霸凌防治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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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修訂之第 3 條第五款，對「校園霸

凌」定義為「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

職員、工友、學生（以下簡稱教職員工生）

對學生，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霸凌行

為」。由定義可見，霸凌非僅來自於學生對

學生，上從校長行政，下至職員工，都是

造成霸凌的「生態環境因素」之一。 

羅丰苓、盧台華（2015，引自第 20-21

頁）研究提到，導師對受凌學生的管教讓

同儕們聽到：前任導師罵 A 生：『老師生

氣的時候有在罵他，就是《智障》什麼的』

（IA991115-b1）、『他這個智障，那大家就

開始對他有異樣的眼光』（IA991112-s1）

或 B 師對 B 生：「她們老師明明就知道她

的狀況，然後會常常留她下來訂正不然就

是抄罰寫」（IB991110-s2），且表示「因為

她覺得說既然老師都已經沒有想要去管她

理她之類的，那我們也可以採取同樣的方

式，就是對她凶，然後而且凡事找她出氣」

（IB991110-s2）。從聯絡簿導師寫給 B 生

的回應，也發現 B 師採取較嚴厲的方式管

教 B 生，「你很誇張！若連『札記』都不

寫，空白，你到底來學校做什麼」。蘇鈺喬

（2020）研究也指出教師亦可能出現對學

生肢體或情緒霸凌的行為，國高中教師較

國小教師更易如此。是故，身障生的霸凌

處境，亦有可能與老師的態度和回應有

關。特別是班級導師處理身障生的日常事

務是學生的行為表現的示範楷模，呈現同

儕眼前的一切都會在同儕心理造成無法抹

滅的影響，試想若日日相處的師長是以不

對等方式、態度或批判性言語與身障生互

動，更易使身障生同儕地位低下，以致難

有翻身的機會。當我們著眼霸凌議題於同

儕時，是否更優先從這些身為師長的大人

著手呢？ 

三、霸凌的「cure-for-all」在哪裡？ 

雖然影響身障生霸凌的因素涵蓋「內

在困難特質」、「同儕隸屬關係」需求及「同

儕群體特質」，但許多研究早指出缺乏社交

技巧為其主因。Blake 等人（2016）發現

身心障礙狀況及類別並非其受凌風險的重

要預測因素；相反地，人際交往能力較弱，

更易使他們在團體中被欺負，低社會支持

與 更 嚴 重 的 受 凌 風 險 相 關 。 Rose 等 人

（2011）研究也指出身障生霸凌行為的最

顯著預測因素是缺乏社交和溝通技巧。這

些社交和溝通技能缺陷通常與霸凌行為的

預測因素重疊，例如社交支持，強大的同

伴網絡的發展以及對成年人的依賴感。

Farmer 等人（2011）對 7,376 名學生的教

師進行調查，認為與嚴重情緒障、學習障

礙和英語學習者相比，無障礙學生的人際

交往能力更強。缺乏人際交往能力可能會

導致社會排斥或排斥現象增多，而這可能

預 示 著 霸 凌 和 受 凌 情 況 會 增 加 。 此 與

David 等人（2009）研究提出之友好同伴

之間的友誼和社交互動以及同伴的社會支

持能減輕霸凌行為，並防止霸凌行為的侵

害一致；Törn 等人（2015）研究也驗證社

會能力差是身障者受凌的重要危險因素。

羅丰苓等人（2013）研究亦指出身障生在

普通班不被接受的原因不是因為被貼標籤

的關係，而是因為缺乏適當的社交技巧，

建議從行為外表和社交技巧作為課程重

點。 



 

42  特殊教育發展期刊 

依法，標記是特殊教育服務無可避免

的產物，從相關影響因素得知霸凌與身障

生先天特質有關，且多篇實證研究報告支

持身障者為霸凌高危險群，但深入研究可

見，一般學生也有類似之因素，亦應有相

同風險。教學現場的觀察得到社交技巧缺

陷是主因，不儘然與身心障礙標記有絕對

關係。是故，若能提早預防的介入源頭，

才是解決身障生霸凌議題的解藥啊！ 

參、結論與建議 

鈕文英（2008）指出融合教育對這群

特殊需求學生直接受益的不僅在「學業」

方面，更重要的是「社會能力／人格教育」

的養成與發展；從「社會互動」觀點來看，

能提供身障生與同儕更多互動機會，透過

同儕示範、同儕教導和同儕增強使身障生

能增加社會互動能力與適當行為表現。可

見，融合教育對「社會學習」是有利的，

且能促成「瞭解和接納個別差異」的良性

循環；然在這群身障生先天上就較同年齡

之普通生缺乏足夠人際互動、情緒控制與

技能，在沒有提供好的配套措施、支援服

務，恐面臨霸凌情況實非師長所樂見，而

如何達到融合教育下的美好願景，減少過

程中的不良產物，是重視這群身障生人

權、教育者的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學

校如同一個小型社會，減少霸凌問題是校

園裡每個人的責任，茲綜合以上身障生霸

凌面面觀、迷思與反思，提供三個結論與

兩個建議，供家長、普通班老師、特教老

師、輔導老師及學校行政人員參考。 

一、結論 

(一) 「數據上的顯著差異」是強調其重要

性 

國內身障生霸凌研究最早約從 2008

年即開始成為碩士論文主題；期刊文獻則

約出現於 2011 年，迄今 10 年來此議題相

關研究資料越來越多，且研究層面也從現

況調查到個案研究，從影響因素到內在復

原力，跨越學齡各階段，由此可見相關人

員對此議題研究越來越深入且個別化。然

隨著時代變遷，數據代表的實際現況也有

許多不同，但持續研究結果是要讓我們知

道仍有這些事在影響身障生的人權，阻礙

融合教育的推動，提醒相關人員，提高對

霸凌的敏感度，並適時著手推動合宜的策

略和介入方案。 

(二) 「扭轉霸凌」從師長做起 

從霸凌的定義與研究可知，同儕的不

成熟雖會成為霸凌者，但學齡階段學生畢

竟單純，只要能及時發現及時處理都能有

很好的抑制效果；但師長的學校地位，尤

其是班級導師的班級地位更是高階，無形

中的霸凌，更容易催化同儕霸凌發生，讓

現況惡化甚至無法扭轉。一個能提供正向

態度、支持的教師，必能影響生態中「同

儕群體特質」的養成，直接地促進普生與

特生的互動發展。 

(三) 「提升身障生社交技巧能力」為介入

關鍵 

國內外研究研究霸凌影響因素不勝其

數，雖知身障者的「行為」、「情緒」、「社

交技能」、「認知」等困難特質（見圖一），

是導致其成為霸凌高風險之原因，然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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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質未必能經後天完全改變，障礙之所

以為障礙就是有其不可逆之核心困難，故

若要從身障生身上改善其遭遇霸凌的可能

性和情況，就是提升社交技巧與人際互動

能力，減少他們在社交上孤立情況，再透

過班導師、輔導老師及特教老師三方合

作，促成身障生形成正向「同儕隸屬關

係」，即有機會改變身障生在班上的受凌處

境。 

二、建議 

(一) 知法，才能保障身障生權益 

依據國內現行有關校園防治霸凌的法

令政策，共有四條：第一，民國 102 年 1

月 25 日，各級學校推動友善校園週活動規

劃。第二，民國 105 年 6 月 20 日，各級學

校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第三，民國 108

年 3 月 8 日，教育部推動防制校園霸凌領

航學校實施方案。第四，民國 108 年 3 月

8 日，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修正條文。教育

部結合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

司等單位，規定落實友善校園計畫並定期

督導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

政府亦訂定防治校園霸凌執行計畫，強調

落實友善校園並考核之，此在在顯示中央

對地方校園霸凌議題之重視，及抑止霸凌

的決心。這些法條不應僅有業務單位了解

及推動宣導，有可能處理這議題的相關人

員都應對這四項法條有所熟悉，透過認識

規範才能找到管道，在真正需介入執行已

發生的霸凌現況時知所依據，或及早宣導

讓學生了解不能做及做之後的嚴重性。 

(二) 無接縫的轉銜，預防永遠勝於治療 

從研究中得知，社交技巧不足是霸凌

影響因素中最重要者，在每個階段的銜

接，從召開轉銜會議開始即可收集個案資

料與前階段事件經驗，對具備特質之身障

者，在進入新階段新環境時就不分類別地

安排特殊需求課程，提供有關情緒控管及

社交技巧的課程介入，做預防性教學。佐

以輔導老師合作，以小團體方式進行普通

生、身障生人際互動課程或提供身障生個

別諮商輔導。另，提前將具高風險特質的

學生名單提供班導師、輔導老師，於各情

境中監控，有疑似霸凌情況發生時立即介

入，都是能有效預防霸凌發生的最佳方

式。當然，若能將家長-學生-導師-特教老

師-輔導老師，以學生為中心地擴展至周遭

相關任課老師、行政人員，更能建立密而

不漏的網絡系統。任何霸凌議題的融入活

動，如本校持續有進行的「貓頭鷹為愛朗

讀」活動，每年以影片導覽解說分享方式

為普通生進行生命教育，與 Matsumoto 和

Black（2019）研究以選書與共讀方式一

般，都能使普通生更了解身障生的困難與

難以訴說之苦，種下同理、正向的種子於

每個同儕心中。慢慢灌育使其發芽，時間

會使芽苗茁壯，終有一天帶來如大樹般庇

蔭的融合氣息，建構更安全，更具包容性

的教室與學校。 

(三) 全校性的正向行為方案，介入永遠不

嫌晚 

全校性的正向行為方案（Schoolwide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簡稱 SWPBS）

是建立在融合學校改革的基礎上，一種積

極且系統化的方法，使所有學生與同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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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正向社會互動及學習環境，改善並塑造

正向校園氛圍、社會文化、學生個人行為

及學業表現。研究顯示 SWPBS 的介入大

致需要三年的時間能有所成效，有實施

SWPBS 的學校相較於沒有實施之學校，更

能改善普通生行為與學業表現，且讓身障

生融合於普通教室情境中，促進融合教育

的發展。全校正向行為支持系統包含三個

層級：「初級層級」重視簡單的預防策略，

如校規、班規，在學校所有範圍內正向建

立、教導、架構知識以迎合學校期待，研

究指出 80%學生能在此階段獲得支持與協

助；「次級預防」乃針對初級預防下行為問

題發生率高的學生進行教育方案，如情緒

管理、社交技巧、問題解決能力、課業輔

導等，以預防更嚴重之狀況，約有 15%學

生在此階段獲益；「三級預防」則是針對

5%對次級預防無反應之學生，此時需提供

額外個別化、特殊化之正向行為支持（唐

榮昌等人，2017；紐文英，2016；Farkas et 

al., 2012; Fallon et al., 2014; Mathews et 

al., 2014; Nocera et al., 2014）。 

國外已有許多研究證實透過 SWPBS

能 有 效 預 防 霸 凌 問 題 方 案 (Good et al., 

2011; Horner et al., 2005; Sugai & Horner, 

2002)。在國內，戴官宇、李永昌（2016）

針對高雄市北區某國中進行全校性正向行

為介入方案，結果顯示，除部分缺曠課過

多之三級預防學生外，此方案在初級預

防、次級預防及三級預防上對學生的問題

行為處理均具成效，且對學生塑造正向行

為方面也具成效，此與國外研究相符且具

社會效度。邱憶茹（2019）指出，以正向

行為介入方案介入學校有嚴重情緒行為之

個案，能提升個案上課出席率、減少課堂

干擾行為、提升學習改善動力、教師們較

能以正向態度看待個案等，雖有許多待改

善及執行上的困難，但已足見此方式之成

效。全校性的正向行為方案在國內的研究

雖仍不多，但可見實施者具成效之處，雖

仍有許多與普教行政系統、相關教師群的

合作待磨合，但由輔導室特殊教育老師和

輔導老師為主軸延伸架構下，只要願意嘗

試 SWPBS 都能將危機變轉機，塑造學生、

教師、家長、同儕四贏的局面。 

托馬斯‧霍布斯有言：「人生而平等」，

身障者亦若是。過去對霸凌的研究聚焦在

「霸凌者-受凌者」之間的互動，近年來許

多針對霸凌旁觀者的研究顯示，團體中每

個人都對霸凌有所影響，旁觀者可能是霸

凌行為的催化劑，抑或是解藥，任何一個

人的力量都可以很大，對現場霸凌問題的

調解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故，建立一個

「跨越標記與障礙」的正向校園環境，近

程能減少身障生霸凌事件，最終能推動融

合教育，此實為校園裡的每個人、教育者，

需擔起之重責大任。期盼本文透過對目前

身障生校園環境霸凌相關研究分析、抽絲

剝繭出影響身障生霸凌的重要因素與涉及

面向，提供現場相關人員不同思維，並破

除標記與霸凌間的絕對關係與刻板印象，

在共同努力下，讓融合教育真正「均等」、

「平等」與「尊重」，讓擁抱個別差異的全

民教育不再是一種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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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lus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across the centuries. The purpose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on campus is to provide special education 

services that meet the needs. However, whether the negative impact derived from 

"labeling" is really greater than the positive effect it brings to support？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what is the real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bullying" faced by thos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on campus, whether it have been promot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human 

rights education and inclusive education ？  It also deserves the concern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parents whether the bullying on th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comes from “labeling” or no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research on bullying 

with disabil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explored the core of the bullying issue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from the outside to the mainland. From which it presented teachers, 

students, and parents with different borrowed views. At the end, it considered the interlaced 

relationship of labeling, bullying, and inclusion, and provide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issue of bullying with disabilities.  

Key word： Inclusion, Bullying, Label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secondary school 


